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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湘籍作家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进行文学创作，其话语改造及文本出场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方言话语的

原生态直接出场，独特的地域声音、别样的方言词汇和古朴的方言语法在文本中登场亮相；二是方言话语的间接

性再现，有注释、加引号以及同义复现等多种出场方式；三是方言话语本身成为文本的表现对象。这些方式实现

了方言话语的文本审美化再现，是现代湘籍作家在方言写作形式上的开拓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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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楚国诗人屈原等在一个雅言的语境中有意

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1]，创作了

《离骚》《九歌》等“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辞名

篇，标志着楚文学繁荣期的到来。到了 20 世纪，不少

现代湘籍作家承续楚文学优秀传统，广泛采用湘地方

言进行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再次奏响和延续了

湘楚之音。由于方言身份、语言观念、价值取向、审

美追求的异同，现代湘籍作家在运用方言话语进行文

学创作时，其中方言话语的改造途径和文本出场方式

也丰富多彩，体现了作家“寻声律以定墨” “窥意象

以运斤” [2]的文思和匠心，高明的读者从中自可领略

情采并茂、“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审美境界。 
 

一、方言话语的原生态出场 
 

在方言写作中，让方言话语在文本中以一种最为

接近其本真状态的方式直接登场亮相，借用一个时髦

说法，就是一种“原生态”。方言话语能够以近乎原生

态的方式出场自有其理论根据。文学言语学认为，语

言是一种共时的、理性的、必然的、普遍的、抽象的、

封闭的、稳固的集体模式和社会惯例；言语则是一种

历时的、感性的、偶然的、个别的、具体的、开放的、

自由的个人选择和个体行为。换言之，语言是一种社

会的言语活动方式；言语则是一种个人的言语活动方

式。文学创作无疑属于后者。细析之，在具体的文学

创作言语活动过程中，又有一个内部言语——内部语

言——外部言语的转化过程。其中那些刚刚脱离原生

态的内在生命运动，而以感性的、体验的、具体的、

个体性的面孔出现的就是内部言语（在方言写作中，

就是原生态的方言话语）；而那些对内部言语进行理性

化、普遍化、抽象化以后以社会性的面孔出现的则是

内部语言（在方言写作中，就是间接出场的方言话  
语）①。内部言语（原生态的方言话语）和内部语言（间

接出场的方言话语）相互运动的结果最终外显于文学

文本之中，即外部文学言语。虽然内部言语（原生态

的方言话语）事实上不可能完全以一种原生态的方式

作为外部文学言语出场，但在作家的创作活动中，不

管是出于作家的自觉意识还是下意识之举，不能不承

认的是，方言话语的原生态出场无疑始终是一种最为

接近自然言语呈现方式。而且，从纯技巧层面讲，这

种方言话语的出场方式简便，可操作性强，言语效用

强，因此在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中频频出现。 
（一）独特的地域声音 
声音是语言的第一属性。“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

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 
义。”[3](175)从文本的声音层面看，由于大量湘地方言

话语的出现，使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文本呈现出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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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湘地风情和韵味。在德语中，表达方言的词是

mundarden，字面意思是“口型”。作为一种生活语言，

方言话语最能体现其原生本真状态的地方自然在人物

的声口。如周立波《山乡巨变》片段： 
“你们那个组办得如何？” 
“不足为奇。”盛佑亭摇一摇头，“依我看，不如

不办好，免得淘气。几家人家搞到一起，净扯皮。” 
“扯些什么皮？” 
“赶季节，抢火色，都是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

怀里扒，哪一家都不肯放让。组长倒是一个好角色，

放得让，吃得亏，堂客又挑精，天天跟他搞架子。” 
…… 

“他堂客不能帮他一手吗？” 
“靠她？她是娘屋里的那兜种，只想吃点松火饭。

这号堂客，要是落到我手里，早拿楠竹丫枝抽死了。” 
“你这样厉害？”邓秀梅笑着问他。 
“对不住。不要看我这个样，我是惹发不得的，

我一发起躁气来，哼，皇帝老子都会不认得。”[4](12−13) 
这是小说第一章中外来的干部邓秀梅与“面胡”

盛佑亭的对话。本来，外来干部邓秀梅虽然年纪轻，

但干部的身份以及一口普通话的话语权威使她应该主

宰这场对话。但在具体对话中，有意无意间邓秀梅只

能被动地贴着盛佑亭的话走，言说中甚至夹杂“扯皮”

“堂客”等方言语汇。盛佑亭则一口地道益阳方言：

“赶季节，抢火色”“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怀里扒”

“挑精”“搞架子”“松火饭”“楠竹丫枝”等语汇，自

然而然地从唇舌间流出。这些方言话语，通过作家的

精心选择、改造和提炼，全部以一种近乎原生态的面

貌直接出场。从这些鲜活、生动的地域语言话语中，

更可体会到盛佑亭那饶舌的口吻、吹牛的腔调以及夸

张的神情，无不神形兼具地彰显了“面胡”盛佑亭乡

下老农的身份和个性。 
音律和谐、朗朗上口的民间歌谣是地域方言声音

又一荟萃之处，现代湘籍作家在写作中往往直接采用。

湘西作家沈从文是“湘西世界”的杰出歌者，湘西民

歌成为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边城》

不仅多处写到民歌在边地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实

际存在，如小说中数次写到祖父与翠翠吹曲唱歌以及

河边妓女边陪客人喝酒边唱曲子等场面，还有大老二

老向翠翠求爱也是通过轮流唱歌的方式来进行等等，

而且小说还通过翠翠的口对当地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

愿迎神的歌进行了直录： 
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 
他们既诚实，又年青，又身无疾病。 
他们大人会喝酒，会作事，会睡觉； 

他们孩子能长大，能耐饥，能耐冷； 
他们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 
他们女人会养儿子，会唱歌，会找她心中欢喜的

情人！ 
…… 
福禄绵绵是神恩， 
和风和雨神好心， 
好酒好饭当前阵， 
肥猪肥羊火上烹！ 
…… 
歌声柔和，曲调舒缓，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宋朝

学者朱熹在《楚辞集论》中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

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

娱神。”唱完了这歌，翠翠想起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坪中

的火燎同鼓角，觉得心上有一丝儿凄凉。 
清人黄遵宪在《山歌题记》中说:“然山歌每以方

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

于书，殊不易耳。”古华小说背景为湘南山区，如胡玉

音与黎满庚从小就山对山、崖对崖唱耍歌子。小玉音

唱：那边徕崽站一排，你敢砍柴就过来，镰刀把把打

死你，镰刀嘴嘴挖眼埋！小满庚回：那边妹子长得乖，

你敢扯笋就过来，红绸帕子把你盖，花花轿子把你抬！

这种山歌，曲调急促，韵脚鲜明，如火红的辣椒。打

是亲，骂还爱。这种以恶狠狠的语气表达最为真挚情

谊的火辣山歌，使胡玉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二）别样的方言词汇 
“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件

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正

如一件雕塑是一块削去了某些部分的大理石一   
样。” [3](195)在现代湘籍作家的方言写作中，最吸引读

者眼球，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无疑就是那些带着泥土

气息和地域色彩的方言土语语汇。 
湘中作家蒋牧良的小说，大量使用了湘中一带方

言土语，绘出了一幅幅湘中地方风俗画。这些方言土

语，生动形象，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例如《古记》

中的“香炉腿”指后裔，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古记”

即父代传给子代的纪念品；而“打计告”即商量事情。

《报复》中的“打油火”指代“借端敲诈”，“一年的

阳春”即一年的收成；而把在冬耕时，先在田中围一

个圈，把粪挑进里面，叫做段子，在春耕的时候，先

将段子散开，最后一次耙平泥土，叫“发插脚”。《强

行军》中的“打起发”意为“抢东西”，《旱》中的“水

椎子”为湘中地区的一种测量水准的方法：齐水平线

起一堆小泥，上面做个标记，以防偷水，并测每日需 
水量；而“吃排饭”指的是一些穷人集合起来，涌到

 
 



第 3 期                             董正宇：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形式论 333

地主家里要饭吃，地主如拒绝，便将食物掳掠一空，

时代地域色彩兼有。《从端午到中秋》中用“水都过了

三丘田，你还在寻水路”来形容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

了，为时已晚之意。《集成四公》中“一盏豆大的桐油

灯”“尺多长的旱烟杆”等话语地方色彩浓厚。文本中

最生动的一句话是，别人对集成四公恨之入骨，可集

成四公还蒙在鼓里，毫无察觉，他的堂弟气愤地指责

他是“坐着泡屎却不知臭”。集成四公还用“枕头边上

有一箩谷，死了还怕没人哭”来形容钱、粮是万能的。

又如《懒捐》中用“绝拦症”作骂牛之词，湘人描述

牛的步子如有偏差，多用此语。《番道生》用“前世踩

了他的尾巴”作骂人之语，骂别人为有尾巴的动物。

《报错了仇》中，骂女孩子为“赔钱货”，旧时社会看

不起女孩子，因为出嫁时要给她一套嫁妆。同样的詈

骂语言，别样的湘地风格。 
《山乡巨变》是周立波方言写作的成熟之作，文

本中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描叙风俗人情，都直接采

撷、征用了大量的益阳方言土语。如：“符贱庚听了这

话，欢喜饱了．．．．，连忙站起身，把磨快的柴刀插在捆着

围巾的腰杆子上，出后门一溜烟跑了。”“她本来是位

山村角落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姑娘，小时候，只读得

一年书，平素街都怕上得，一下子要她当人暴众，讲

起话来，把她的心都急烂了．．．。”“欢喜饱了”的“饱”

是与“饿”相对的，用这个表示人的生理感觉的形容

词来说明“欢喜”之情，比说“欢喜得很”或“欢喜

得不得了”要具体、形象。“心都急烂了”，人的心理

活功本来是抽象的，但由于用了一个表示具体动作的

形容词“烂”来补充说明“急”，就使心急之情变成可

见的了。 
小说这样富有浓厚“泥巴味”的词语还有不少。

如“扎气门子”（益阳人把说使人伤心的话，或做使人

痛心的事叫做“扎气门子”），“绿戏”（指坏事），“墨

水”（指女子的姿色），“棉花耳朵”（耳根子软），“绿

麻鬼”（鬼主意），“吃松活饭”（做轻松事），“脚路”

（指关系）。这些用语被益阳人赋予了特殊的含意。如

小说中刘雨生追问符贱庚，受了秋丝瓜什么挑唆，符

贱庚对刘雨生说：“你是说秋丝瓜么？他教我扎你的气

门子，要我说你连堂客都团结不好。”当盛叔君等姑娘

在宣传合作化时，就有人说闲话：“会出绿戏的，你看

吧。”符贱庚没有女子看得起他，他却“口口声声，说

要娶个标致的姑娘，墨水差点的，还看不上”。陈先晋

入社时，李月辉怕是他家里人逼着他入社的，对陈先

晋说：“我怕他们对你来了一点冒进，该没有吧？”陈

先晋说：“我的耳朵又不是棉花做的，光听他们的？”

邓秀梅同李月辉从秋丝瓜家里出来，她对李月辉分析

说：“他是不是想用离婚的手段，来挫折老刘的情绪？

难说。秋丝瓜肚里是有绿麻鬼的。他们兄妹，又都爱

吃松活饭，他平常说城里太没有脚路，说不定这回是

想把他的老妹许给城里的买卖人。”这些特有的益阳表

意用语，为小说增添了一重亮丽的地域色彩。 
在益阳方言中，还有一类很特殊的四字格的固定

词组，它们结构固定，音节整齐优美，类似成语，大

多数相当动词形容词的作用，是益阳话里独有而普通

话里没有的。《山乡巨变》采用它们来刻画人物性格，

写景状物，既具体深刻，又形象生动。如写单干户菊

咬筋横蛮不讲道理，用了“蛮攀五经”；写亭面糊头脑

不清醒，糊里糊涂，用了“云天雾地”；写谢庆元堂客

说话粗俗、不含蓄、手舞足蹈、扎扎呼呼的样子，用

了“遮巴舞势”。此外，用“死呆八板”写人死板，不

灵活，用“共脚穿裤”形容两个好朋友，用“唱歌俐

哪”描写人轻松愉快的神态；形容天色或某处很黑暗

用“墨漆大黑”，描写天蒙蒙亮时用“黑雾天光’，描

写某处灰尘满布用“灰尘络索”，形容寂静无声、安静

得像声音被封闭了一样用“寂寂封音”等等。 
（三）古朴的方言语法 

如果说，独特的声音是方言话语最为外显的特

征，而方言词汇反映的是地域人群别样的认知方式，

那么，方言语法则最为深层次的体现地域人群的思维

特征；而这种不同地域人群的思维差别是十分细微的，

以致那些以语言为职业的作家们也难以洞察，从而导

致在具体的文学写作中，方言句式语法的使用最为自

然而本真，最为接近“原生态”，因为作家们几乎都是

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境下采用了方言语法的表达形式。

在这一点上，现代湘籍作家也不例外。如： 
他同村里人谈话总是不入流，一开口就是些蠢

话，老觉得自己陷在陷阱里不得出来．．．．。
[5] 

说完打了自己的手一下．．．．．．．．，嘿嘿笑起来。[6]  

如今，他正跪在这个汽车司机面前……说不定，

会有一顿饱的打．．．．．．．! [7] 

但他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怕吵闹开去，叫隔壁邻

居听了去．．．，不好收场。[8] 

第一句中的“得”表可能，普通话的表达是“不

能出来”或“出不来”。第二句语序是宾格在前补语在

后，普通话正好倒过来，表达成“打了一下自己的手”。

第三句语序是“有”+定语“一顿饱的”+宾语“打”；

普通话不用“有”，表程度用“狠狠地”，作状语，语

序是状语+动词“打”+补语“一顿”，即：会被狠狠

地打一顿。第四句普通话中“来”“去”做趋向补语紧

跟动词后，如本例说成“听去了”，湘方言则往往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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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之间插入助词“了”(哒)或“起”，表达成“听了去” 
“提了来”“送起去”“带起来”。此外，湘语中一些程

度补语的表示法比较特别，如：我姐真是比我漂亮得．．．

不知哪里去了．．．．．．
[9]。用“不知哪里去了”表程度极高，

普通话从语序到用词都不同，表达成“我姐真的不知

比我漂亮了多少”。湘语程度补语的用法再如：后来妈

妈也来了，听了老乡们的讲述就开始用藤条抽我，我

痛不过．．．，就喊道:“妈妈，你让我死在山里人手中算了

吧!” [10]“痛不过”中“不过”表程度高，而普通话

则说成“痛极了”。 
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方言是语言的“活化

石”，不少方言句式以及习惯的表达方式源于古汉语的

遗留。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

中本真状态方言句式和习惯表达方式的自然运用，往

往使文学文本氤氲一股古朴、雅致之气。比如沈从文

《边城》： 
“爷爷，你还以为大鱼会吃掉我？是别人家说我，

我告给你的．．．．．！你那天只是恨不得让城中的那个爷爷把

装酒的葫芦吃掉！你这种记性！” 
“远处鼓声已起来了，她知道绘有朱红长线的龙

船这时节已下河了，细雨还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一片．．．．

烟．。” 

两段文字，一录人物声口，一绘想象图景，句式简练，

文字典雅，加点处自然流露的方言句式明显有古汉语

风味。 
茅盾在谈到文学语言问题时说:“被采纳为文学语

言的方言土语一定是新鲜、生动、简练而意义深长的。”

总之，方言口语在文学文本直接的出场形式，无论是

声音、词汇，还是语法，看似简单、便捷，事实上也

经历一个作家汰选的过程，才使方言话语在文本中得

以展现其鲜活的力量。 
 

二、方言话语的间接性再现 
 
方言明快、通俗、简练，但并非浅薄、粗俗、低

级。在更多的情况下，方言话语要进入文学文本，要

依赖于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才能点石成金，化俗为

雅。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说得好:“能于浅处见才，方

是文章高手。”现代湘籍作家的高明处，正在于他们善

于把原生态的方言片语提炼成准确、简洁、意蕴丰富

的文学语言，并通过各种出场手段的运用，实现方言

话语的文本间接性再现。 
（一）注释——方言话语语义的说明 

注释是一种最为明显的方言间接出场形式。注释

的情形又分好几种。一种是文本中加括号，这是便利

的注释方式。这种括入式解释，与一般“括入式插说”

有相同之处：也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顺畅，为了

正文语意的连贯和结构的完整性。不过也有不同之处：

这类括入项与被释方言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比较单

纯，其语用价值也比较单一，主要是方便读者阅读。

何顿《我们像葵花》就多次采用括号的形式引进、解

释长沙方言，如： 
从事个体经济的人，十之八九是年轻人，而且均

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看不起的调皮下家(长沙土话，二

流子的意思)[11](145) 
有的年轻人把缴用(钱)贴在脸上，穿金利来的衬

衣、老爷车的西装和老人头皮鞋……[11](317) 
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带笼子”(长沙话：骗你的意

思)的故事。[11](273) 
“吃‘撂难’(长沙黑话：解决麻烦的意思)饭的。”

王向阳说。[11](395) 
这里的“调皮下家”“缴用”“带笼子”“撂难”都

是特色的长沙语汇，作家在括号中直接加以说明。后

两者还采用了引号的双重出场方式。正是小说文本中

点缀零星出现这些长沙土话、黑话，构成冯建军等“葵

花”们庸常、世俗、诱人堕落的生活背景，而作者的

诠释和说明又进一步深化了读者对这一生活背景的认

知和印象。 
页下注同样是方言话语出场的常用手法。页下注

大多数比较简单，采用的是与现代汉语标准语义对应

的释义方式。如《山乡巨变》第 10 页页下注：诨，即

聊天，也有吹牛的意思。第 18 页页下注：四海即大方。

第 26 页页下注：夜摆子是最厉害的一种疟疾，夜里发

病，不能安眠，到白天寒热退了，又不能休息。等等。

页下注也有例外的情形。如《山乡巨变》上卷第六节

题为“菊咬”。“菊咬”是小说重要人物王菊生的绰号，

是其独特个性的集中体现。“菊咬”又是一个地方色彩

十分浓厚的词语，共同语几乎找不到没有合适的对应

词，非加注解不能理解。文本中页下作了一番详细注

释：“自己利益看得重，难以讲话的人，叫做咬筋，又

叫咬筋人。上面冠以本人名字的一个字，下面简称咬，

或咬咬，也可以，如菊咬就是。” [4](62)经过这样详细

的解释，使读者不仅了解“菊咬”这一方言语汇的特

殊语义，也为下文展开对王菊生的描述作了很好的铺

垫。 
当然，注释的方式，不论是加括号或是页下注，

都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语用策略。方言话语进入文

学文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读者的接受与理解，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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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方式无疑是解决途径之一。但是，过多的注释不

仅影响阅读的流畅，而且会进一步增加理解的难度。

因此，如何尽量减少注释这一过于显性的方言话语出

场形式的数量，是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中必须解决

的难题。1948 年，周立波运用东北方言创作小说《暴

风骤雨》。尽管周立波为了掌握和恰当运用东北方言这

一新的语言资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令人

称奇的成就，但东北方言毕竟不是周的母语方言，就

总体而言，他对东北方言熟捻程度不够，对从这一陌

生的语言资源中采撷有益成分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揣

摩不够、提炼不足。在小说出版不久的东北文协组织

的座谈会上，周就坦率地谈到小说有“三不够”：“首

先是气不够。……第二个不够，是材料不够。……第

三不够，是语言不够。”他重点谈了语言不够，他说“农

民语言却活泼生动，富有风趣。我想学习，但才开始，．．．．．．．．．．

因此写起书来就不够用．．．．．．．．．．。”“《暴风骤雨》是想用东北农

民语言来写的，这在我是一种尝试，一个开始．．．．．．．．．，毛病

是多的。” [12]为了使读者理解文本中大量的方言词汇，

小说文本中出现了大量的页下注释。可以说，对于非

东北地区的读者来说，如果不看页下的详细注解，很

难真正理解文本的意思，从而造成了整个小说文本的

接受困难。正是这一点上，周立波遭到评论家的批评②。

写作小说《山乡巨变》时，周立波回到了自己熟悉的

母语环境——湖南益阳，而且自觉地对方言写作进行

了思考和总结。他在谈到《山乡巨变》方言话语的出

场方式时说：“一是节约使用过于冷僻的字眼；二是必

须使用估计读者不懂的字眼时，就加注解；三是反复

运用，使得读者一回生，二回熟，见面几次，就理    
解。” [13]相比《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对方言土语

的运用更加圆熟自如，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页下注数

量的明显减少，零星的几个也是基于文本需要，使用

十分恰当。 
（二）引号——方言语汇身份的标识 
引号往往表示文中直接引用的部分。在现代湘籍

作家方言写作中，引号往往成为方言语汇身份的特殊

标识，成为方言语汇一种习见的出场方式。引号的方

式使方言话语的出场由显性开始走向隐性。在优秀作

家对方言话语创造性的改造下，读者有时也能参与其

中，在阅读、接受中去体会方言话语之独特魅力。1929
年，渐渐步入成熟阶段的沈从文创作了著名短篇《萧

萧》，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女学生这东西，在乡下的确永远是奇闻。每年一

到六月天，据说放“水假”日子一到，照例便有三三

五五女学生，由一个荒谬不经的热闹地方来，到另一

个远地方去，取道从本地过身。 
这段话里使用了一个特别的语汇——“水假”。说

特别，首先是文本出场方式引人瞩目：“水假”一词被

引号特别标注，暗示它与其他语汇不同的出身和来历。

作为湘西世界的杰出歌者，显然，“水假”是沈从文从

其母语湘西方言撷取的一个语汇。在湘西方言中，“水

假”就是暑假的意思。然而，问题在于：“暑”为什么

会被湘人以“水”置换？这里首先是一个方音的问题。

在湘地方言中，“暑” 与“水”都读音“shu”。在“乡

下人”口中，“暑”就是“水”，“水”就是“暑”，两

者没有分别，难以分辨，也懒得分辨。其次，从认知

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是自身世界的反映，水是生

命之源，对湘西乡下人而言，水与生活、农事密不可

分，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河流、湖泊、池沼触目皆

是，因此，或道听途说，或经他人转叙，接触新鲜事

物“女学生”时，在这些几乎没有新式教育经历，不

知“暑假”为何物的“乡下人”脑中，“暑假”一词就

被自然而然想象和置换成“水假”。 
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沈从文，他清楚地知道“暑

假”不能写作“水假”，因而，在他的文本中，也特意

用引号做标注，但为什么还是使用“水假”作为文本

出场方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小说《萧萧》

描写的是一个蒙昧、封建、保守、封闭的湘西乡下人

的世界，要真实反映乡下人的无知、自然的生活状态，

自然要让乡下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水假”一词

是乡下人对“女学生”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世界基于自

身生活经历的想象和改造的产物，这个词的使用一方

面真实地反映了乡下人的懵懂和无知，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现代文明对湘西世界的渗透与冲击。第二，从具

体语境来说，“女学生”一到放“水假”日子，照例“由

一个荒谬不经的热闹地方来，到另一个远地方去”，在

乡下人的想象中，“女学生”就像那天边的云，总是飘

来飘去，无定所，无定居，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自由”

生活状态。王安忆说：“‘水假’这个词也很有趣，它

给人一种流动欢畅的气氛。”[14]“水假”一词正是对

女学生自由生活状态的生动描述和文学隐喻。鲁迅说: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

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典，听者也

觉得趣味津津。” [15]普普通通的“水假”一词，创作

主体的创造性改造的确令人回味不已。 
（三）同义复现——上下文间方言的出场 
在方言写作中，方言词汇和相应语义的语言成分

往往在文本中同时出现，构成语篇中上下文间的同义

复现。同义复现是一种特殊的巧妙的方言话语出场形

式，也是创作主体匠心独具的表现。一般来说，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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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本前面出现方言语汇，后面紧接相应的普通话话

语，两者之间不仅构成句法关系，也构成语义诠释关

系。如古华小说《芙蓉镇》中描写吊脚楼主王秋赦，

从小住祠堂他只习惯了“吃活饭”：跑脚，打锣，扫地；

而没有学会“做死事”：犁田，整土，种五谷[16] (21)。

又如写胡玉音：她十三那年，一个身背月琴、手拄黄

杨木拐杖的瞎子先生给她算了个“灵八字”，讲她命大，

不主子，克夫。比得找一个属龙或是属虎、以杀生为

业的后生配亲，才能家事和睦，延续后人[16](28)。这里

“吃活饭”“做死事”“灵八字”都被加上引号，标明

语汇的方言身份，紧接着的叙述话语对这些语汇进一

步诠释。再如周立波《山乡巨变》中亭面胡向邓秀梅

介绍“菊咬筋”：“菊咬筋么？你只莫提起，又是一个

只讨得媳妇，嫁不得女的家伙，比秋丝瓜还要厉害。

他姓王，名叫菊生，小名叫做菊咬筋，难说话极    
了。”[4](63)“菊咬筋”是一个意蕴丰富、地方色彩浓厚

的方言语汇，文本借喜欢向外人饶舌的亭面胡之口加

以详细介绍和说明，不仅说话人身份得当，而且采用

的是方言言说解释方言的方式，通俗、明了。又如周

立波短篇小说《翻古》：“断黑时节，李二爹带着满崽

和长孙在堂屋里头选茶籽。按照传统，小把戏们喜欢

要求老年人翻古讲汉，用普通话来说，就是讲故   
事。”[17](273)“翻古讲汉”是一个方言语汇，接下来用

了一个对应的普通话语汇“讲故事”进行解释和说明。

总起来说，同义复现是一种极高明的方言话语出场方

式。要达到对方言语汇恰如其分的解释和说明的目的，

又要保持上下文间方言语汇和普通话语汇出场的连贯

且不影响阅读的流畅，需要作家的精心营构。从上面

三个个案看，前两者方言语汇与后面的普通话语汇解

释衔接紧密，同义复现做到了了无痕迹；而第三个例

子中，就不得不采用了插入语成分，创作主体在文本

中的介入痕迹明显。 
 

三、方言成为文本表现对象 
 

一般来说，方言话语通过创作主体创造性改造，

进入文学文本，实现其审美化再现，这是方言写作的

最为常见的情形（前文论述的两类均属于此情形）；而

将方言本身“升格”为作品的描写、叙述、议论对象，

属于特例，就比较少了。在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中，

方言作为文本表现对象出场，也存在两种情形。 
（一）方言话语成为文本表现对象的一部分 
方言话语作为文本的表现对象，最为常见的出场

方式是：在文本中引入、介绍方言现象，方言现象成

为故事的讲述对象，从而推动叙述的进一步发展。比

如周立波小说《山那边人家》写乡村婚礼，小说写到

一群去参加婚礼的姑娘：“翻过山顶，望见新郎的家了。

那是一个大瓦屋的两间小横屋。大门上挂着一个小小

的古旧的红灯。姑娘们蜂拥进去了。”写到这里，小说

没有马上写姑娘们如何参与婚礼的活动，而是另起一

笔：“按照传统，到了办喜事的人家，她们有种流传悠

久的特权。从前，我们这带的红花姑娘们，在同伴新

婚的初夜．总要偷偷跑到新房的窗子外面、板壁下边

去听壁脚，要是听到类似这样的私房话：‘喂，困着了

吗？’她们就会跑开去，哈哈大笑；第二天，还要笑

几回。”在引入方言话语“听壁脚”并对这一民间习俗

充分描述后，叙述者再次发问：“走在我们前头的那一

群姑娘急急忙忙跑进门去了，她们也是来听壁脚的

吗？”[17](156−157)本来平铺直叙的故事，由于方言话语

的“插入”，从而变得摇曳多姿、趣味丛生。 
方言话语作为一种民间话语形式，有时更以一种

与其他话语冲突的形式登场，成为文本的表现对象。

比如周立波小说《下放的一夜》中，下乡干部王凤林

被蜈蚣咬伤，邻里农人都来帮助治疗。老一代农民卜

老倌趁此机会大讲神怪巫术。他由这只蜈蚣讲起，扯

到专治蜈蚣咬伤的法水，又说到蜈蚣精会变成美女，

专门勾引男人，还说蜈蚣精最怕鸡公。他的思维，深

受湘地民间笃信鬼神的影响，他的话语多是方言语汇，

充满了神秘色彩。有意味的是，在小说的叙述中，卜

老倌的奇谈怪论，不断遭到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的质疑和反驳。连他的老伴也揭穿他说:“被蜈蚣咬伤

的人，是上边伯娘治好的。”关于蜈蚣精擒人，一个小

伙子马上接口:“世界上根本没有精怪。”至于蜈蚣精

怕鸡公的事，一个孩子天真地问:“怕不怕鸡婆？”让

卜老倌十分难堪。他的每一句话，在当时的时代环境

下，都遭到他人的拆解、抵消，受到善意的嘲讽。这

里，作为民间方言话语的发言人——卜老倌在与当时

主流话语（科学话语）的冲突中不堪一击，只能接受

改造的命运。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周立波作为

一个主流作家有意迎合时代的主旋律的一面。 
地域方言由于其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历史沉淀，往

往成为作家们创作时抒情写意的焦点对象。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作家，地域方言

不仅进一步启发了韩少功的寻根意识，同时也使他的

文化寻根更为切实、准确。湖南这方土地上的方言话

语及相关现象进入韩少功文学言说的范畴，成为文本

表现对象，成为他文化寻根的语言出发基点。在小说

《女女女》中，韩少功追问“我不知道为什么家乡人

总说我们的祖先是一只蜘蛛，不知道那里的女人名字

 
 



第 3 期                             董正宇：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形式论 337

里为什么大多带有‘媭’字，不知道家乡人平时为什

么对妻女姐妹姑嫂都统称为‘媭’而不区分伦常秩序

——有学者说这是原始群婚制在语言中留下的痕迹，

这令我暗暗吃惊。” [18](99)“媭”作为古老社会制度的

语言活化石，在方言语境中得以传承，这种方言特有

的文化遗留现象引起作家思考，并“暗暗吃惊”。这种

特殊的方言话语出场形式在韩少功另外一个文化寻根

代表文本《爸爸爸》中也同样存在：这些村寨不知来

自何处。有的说来自陕西，有的说来自广东，说不太

清楚。他们的语言和山下的千家坪的就很不相同。比

如把“看”说成“视”，把“说”说成“话”，把“站

立”说成“倚”，把“睡觉”说成“卧”，把指代近处

的“他”换成作“渠”，频有点古风。人际称呼也有些

特别的习惯，好象是很讲究大团结，故意混淆远近和

亲疏，把父亲称为“叔叔”，把叔叔称为“爹爹”，把

姐姐称为“哥哥”，把嫂嫂则称为“姐姐”，等等。爸

爸一词，是人们从千家坪带进山来的，还并不怎么流

行。所以照旧规矩，丙崽家那个跑到山外去杳无音信

的人，应该是他的“叔叔” [18](9−10)。这里同样讨论的

是方言与古老文化传统关系的问题。方言，正如韩少

功所说，“虽然是有地域性的，但常常是我们认识人类

的切入口，有时甚至是很宝贵的化石标本。” [19]方言

话语及其现象在文本的出现，已经成为作家追溯文化

本源、进行文化发思的语言基石。 
（二）方言话语成为整个文本的表现对象 
方言作为文本表现对象出场，第二种情形是方言

话语成为整个文本的表现对象。这种独创性的方言话

语出场方式发明权属于韩少功。1995 年，韩少功推出

《马桥词典》，在文体结构、小说叙述方式上作了颠覆

性改变。小说的基本构成，是以一个个词条排列方式

来组合小说文本。115 个词条均为湖南汨罗县一个名

叫“马桥”的村子的日常用词。文本以对词条的释义

和注解的方式展开。作者在《后记》中说:“词是有生

命的东西。我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

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

了这本书。” [20]这样，方言话语不再仅仅是共同语的

必要补充和有机养分，而是从边缘跃居文本中心，成

为小说的主角，成为共同语言说、诠释的对象，方言

话语所反映的特殊人群“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被

淌开和照亮。我们知道，方言话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反映了并影响了操这个方言的人群的心理世界和

生命程式，这样，描写、叙述、讨论方言词汇的由来

及特殊语义，就已经不是选词造句这个语言运用行为

本身，也不是语言学家做方言调查研究，而是通过描

写活在某一特定地域的方言来揭示这个地域的风俗、

民情、人性、人心。总之，在《马桥词典》中，马桥

方言虽然很少进入作家的叙事语言，但很独特的是，

它除了经常出现于人物语言之外，还有着更加重要的

价值，这便是它不仅在形式方面形成了文本的结构方

式，而且在内容方面，它也是作品的主题旨归——实

际上，《马桥词典》就是以 “辞典”这一特殊的文本

结构方式并且通过对马桥方言的释义，来挖掘或“释

放”马桥方言的“文化潜能”[21]。这是《马桥词典》

的独特贡献，也是韩少功开辟的方言写作新路。 
 

四、结语 
 

综论之，在 20 世纪交通运输四通八达、人际交往

频繁密切、现代汉语（普通话）逐渐普及、民族国家

一体化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语境中，现代湘籍作家希

望坚持一种完全的原生态的方言写作，只能是一个虚

幻的想象。事实上，一部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汉

语文学史。形形色色的地域方言也包括古老的湘地方

言，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汰选、改造、提炼的过程，

才能在一个规范和系统的现代汉语书写语境中存在。

换言之，现代湘籍作家运用方言土语进行写作，不能

把它们直接搬到作品中去，而要在保守方言土语鲜活

因子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去粗存精，去俗存雅，

从而实现方言话语的文本审美化再现。可见，如同屈

原等人当年作楚辞时“书楚语、作楚声”，也要对“其

词鄙陋”的一面加以改造和提炼，以期化俗为雅一样 

③，现代湘籍作家对方言话语如何才能进入文学创作不

仅有着清醒的认识 ④，而且在方言话语改造和文本出

场方式的实践上也开拓了不少新路。“京味小说”的代

表作家邓友梅说:“我在民俗小说中使用方言，是出于

对这类小说艺术目标的追求。我认为小说的首要功能

是提炼概括，再现、复制有意义和有趣味的生活片段，

给人审美感受，并通过这种享受认识世界和人类自

己。” [22]邓友梅的夫子自道，同样可以移用来评价现

代湘籍作家的。 
 
注释： 
 
① 阅白春香.扎根于原生态的生命基石上的三位一体──浅谈 

文学创作的内部言语活动的构成[J].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1999, (3). 

②  有学者指出《暴风骤雨》“方言的运用，只能是一种机械的模

仿，模仿的结果便是方言土语的照录照搬——他无法也无力对

其讲行严格的选择和必要的提炼。”“对语言的运用决不能看作

是现代小说语言的进步。”见秦林芳.《暴风骤雨》的艺术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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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南通师专学报，1995(2). 

③ 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论述屈原创作时说：“昔楚国南郢之

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

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

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王逸的话，当

是可信的。 

④ 如周立波明确提出“在创作上，使用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语，我

们都得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换句话说：都得要经过洗练。”参

见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 6 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44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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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Hunan writers make extensive use of Hunan dialect in literature, there are three major way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and text: First, the original dialect words appear  ecologically.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voice, unique dialect vocabulary and rustic grammar of dialect appear on stages in the text. Second, discourse of dialect 
reappear indirecly,which include notes, quotes, and synonymous revival. Third, dialect discourses themselves become 
the object of expression in the text. They have realized the aesthetic reappearance of dialect words in the text, which is 
of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and have made contribution to literature with their creative employment of Hunan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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